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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体育运动的项目和竞赛，我们每个人都耳熟能详，因为，它常常在我们

身边举办，也常常就在我们身上发生。然而，如果我们将时光回溯，定格在十九

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举办一场运动会却有着非比寻常的影响。 

1905年5月28日，景山东街的和嘉公主府,钟声响起，京师大学堂的举人和贡

生们集合，列队走向公主府东面的沙滩。刚刚修好的9000坪大操场，大雨后空气

清新，一场现代意义上的运动会将在此上演。在“天子脚下”的“首善之区”，

这样的活动，由执学界牛耳的京师大学堂来举办，自然应者如云，说其有“开天

下学界之风”的影响，今天看来，并不为过。  

体育项目作为课程，运动赛事作为集体性的活动，进入学堂，纳入学校教育

体系，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尤其是在官僚系统和士人阶层中，是很难想象的。要

想实现突破，用今天的话来说，既需要改革的时机，也需要革新的勇气，需要整

个社会酝酿出适宜的舆论和风气。然而，在由科举统领的封建官学系统中，读书

治学的内容和科目，根本没有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的位置，“文弱书生”“饱学之

士”“醇儒人格”是理想的读书人形象。尽管也有“武举”选才，但却时兴时废，

终科举之世，中国官方意义上的“武学”一直没有建立。学校作为教化之所、社

会风气的酝酿中心，其千年之久的 “抑武”“唯文” 传统，客观上来说，要对

国人精神上的疲弱和体魄上的强健不足，担负一定的责任。 

在西学东渐和新风熏染的时代潮流中，上述情况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先是

得风气之先、接触西学较早的上海和天津，一些新式学堂和教会学校已开始有办

运动会的创举。依据现有资料，1890年上海圣约翰书院举行的以田径为主的运动

会,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学校运动会。1899年天津洋务学堂联合举行的运动会，

则是我国最早的校际运动会。当此时，清廷以“维新”为名的自强运动已有基础，

不仅新的教育思想可以被吸纳，运动会的形式也容易受到关注而得以提倡。 

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既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同时，在全国尚无专门的

主管教育的机构的情况下，也是国家最高的教育行政机关。作为最高学府，她代

表着学界的风标，新式学堂将其作为马首,唯其是瞻。作为最高的教育行政机构，

教育政令多由此而出，全国学堂则需遵照奉行。1898年, 由梁启超起草的《京师

大学堂章程》,将“体操学”明确列入大学堂的普通学功课,规定每周为2—3学时。

1903年, 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全国所有新式学堂均要开设体操科,

内容则分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体育功课进入课堂，体育活动得以开展，有了制

度性的根基和法律性的依据。 

基于上述原因，由京师大学堂来举办一场运动会，自然意义非常，影响也大

大超过活动本身。让我们依据已有文献和媒体报道复原一下运动会的场景。 

清晨的沙滩操场门口，彩花炫目，黄龙旗迎风飘扬，两队巡捕荷抢以待、分

列两旁。操场上，经过雨水洗刷的地面，格外的清洁，正中的万国旗高高竖立。



京师大学堂的300余名学生，统一短衫简服，裤脚束扎，在导行乐队的前引下，

鱼贯入场，巡捕们则用举枪的姿态，频繁地向他们致敬。 

人数最众的师范科生，在红面蓝底的缎子标旗引领下，身着白操衣走在前面，

标旗上的“大学”二字，身上的红色号码，在宽阔的操场上格外耀眼。仕学馆的

大旗则是白绸红边，上书“仕学”二字，学生身着土色的运动服，在预备科、译

文馆、实业学堂等队伍的白色服系中别具一格。各个年级、科别、项目的运动员

们，还要佩戴不同颜色的徽章，执法的裁判、学堂的监督、维持秩序的巡捕、以

及负责茶水饮食的杂役，也都靠不同的徽章以示区别。观众手持 “龙形旗”，

在一旁加油助威。运动口号必不可少，虽然是“皇太后圣寿无疆，皇上圣寿无疆，

京师大学堂长久”的陈词老调，但齐声呐喊却颇有气势。 

第一个项目是掷槌，相当于今天的扔链球。接下来依次是八百米突竞走、跳

远、二百米突竞走。中午则回大学堂用餐，下午,各科学生尽数到达,主要的项目

有：掷球、跳高、顶囊竞走、一百米突竞走、提灯竞走、犬牙形竞走、二人三脚

竞走、三百米突竞走、四百米突竞走、一脚竞走、掩目拾球竞走。第二天的比赛

还有团体的拉绳(拔河)项目。“仕学馆”和“师范馆”的比赛过程，被《大公报》

记录下来。“两馆各选12名学生，彼此角力23分钟，互有牵动，未见胜负。教习

鸣号而止，在粉板上大书‘能力相等’四字。和事佬裁判总算将这场好戏摆平。” 

专门为职员和来宾安排的项目，主要为匙蛋竞走和一般性的竞走。 

北京、天津乃至河北的不少学堂也有参加，大学堂则为它们安排了竞走比赛，

取得名次的学堂有：通艺学堂、顺天中学堂、八旗高等学堂、五城学堂、湘学堂、

蜀学堂等等。 

1906年、1907年，大学堂连续举办了第二届、第三届运动会。第二届运动会

上，“都门各学校乐与观成，连袂偕来，观者如堵。”总监督李家驹自任“会长”，

亲力亲为。最后一天的教职员工比赛，只见他脱下袍褂，短衣短裤地站到300码

起跑线上，快步如风,第三个冲过终点。那一刻，在洪潮般的喝彩声中，京师大

学堂 “全员参与”的体育展示，已成街头巷议。运动会到了第三届，规模也颇

巨，发展为京畿周围的联合运动会，有资料称参加人数达5000人。 



京师大学堂举

办运动会的目的,我

们可以通过1905年

总监督张亨嘉“为大

学堂召开第一次运

动会敬告来宾文”，

以及1906年总监督

李家驹 “大学堂第

二次运动会敬告来

宾文”来做分析。按

照张亨嘉的说法“造

就人才之方，必兼德

育、体育而后为完

备”，由京师大学堂

举办运动大会，“不外公表此宗旨以树中国学界风声而已。”“本大学堂学生平日

课余皆令练习各种体育法，而今日之会则无论其技艺之熟与否，皆得与焉，以无

一人不习体育为义例。”李家驹的说法更进一步，明言:学堂之有运动会，“所以

励体育而奖武事，为国民教育最重要之一端。” 

在京师大学堂的示范和倡导下，不仅京师官立中学堂以上的各学堂，积极参

加此三届的运动会，以各省大学堂为中心的区域、校际运动会也逐渐举办开来。

体育课的开设，以及体育活动的开展，作为现代教育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中国的

各级各类学堂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开始遍及。 

  

        张亨嘉         李家驹 


